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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抗战”“文学”视点的“抗战文学”论析 

刘江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处，广西柳州，545007) 

摘要： 具有特指意义的“抗战文学”， 应该是指“九一八”至 1945年抗战结束期间所创作和发表的直接反映抗日斗争， 

或者描写与抗战相关的生活，以抗日为思想指向的文学作品，而不应该只是指“八年抗战时期所产生的直接描写 

抗日战争的文学”。这一文学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前表达的是悲愤的情怀，之后则是洋溢 

着奋发、乐观的精神。它的内容特点是把描写抗战和揭露国民党的丑行结合起来，塑造出的典型都是反面形象。 

此外，它还具有突出的文化性、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色泽分明的人物描写等特点，同时也展现了许多作家的个 

人风格。作为整体的抗战文学，是我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反侵略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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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抗战”眼光来看，学术界此前对于“抗战文学” 

的认识并不明晰。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抗战 

文学”至今尚未具有特指的意义。有的人以时间为界， 

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 [1](1−204) ，这当然包括非抗 

战内容的文学作品在内，实际上并非专门研究抗战文 

学；有的人则从作品的内容出发，把五四之后至抗日 

战争结束期间与抗战相关的作品统称为“现代救亡文 

学” [2](337−387) ，时限上并不与“抗战”相吻合；有的人又 

把目光对准“七∙七”之后至新中国建国之前，称之为 

“抗战的民主的文学运动”， [3](129−200) 这不但把许多非抗 

战内容的作品，还把许多非抗战时期产生的作品归纳 

其中；有的人却又把“七∙七”之前的作品，归为“抗日 

救亡”作品，而把“七∙七”事变之后的作品，称为“为民 

族解放而歌的抗战文艺”，和“在‘为工农兵服务’方向 

下的解放区作品”，以及“皖南事变以后的国统区文 

艺”， [4](437−649) 这表现出并未确立真正的“抗战文学”的 

概念。此外，网上又有人把建国后冯德英的《苦菜花》 

等，甚而当今以抗战为题材的电影和小说，统归为“抗 

战文学”，这显然是把具有特定写作时限的“抗战文 

学”，同历史文学混淆起来；当然，还有人以八年抗战 

为时限，收集此间抗战题材的作品，称之为“战时文 

学”。 [5] 这最后一种似乎准确些，只是，这又忽略了“八 

年”之前的相关作品，把它们排斥在抗战文学之外，又 

造成了对此间文学“抗战”意义的轻视与忽视。 

这些事实表明，在此前的研究中，学术界并未从 
“抗战”的角度来审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战作品。 

同时也表现出，学界对于“抗战文学”还缺乏明晰的认 

识。 

当代美国批评家科林∙马加比 1999 年在埃克塞特 

大学所作的题为《为批评辩护——为纪念加拉斯∙罗伯 

茨及托尼∙坦纳而作》的讲演中说过：“建立一种研究， 

一般说来首先是要在对特殊的用词的构成的分析之 

中，找到它最基本的合理性。” [6] 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是 

科学的。因此，抗战文学应当具有以下“质”的规定性 

才能体现出“最基本的合理性”：一是“抗战”的内容； 

二是“抗战”的时限；三是写作和发表的时间。从内容 

上看，“抗战”的内容应该包括前方、后方，部队、民 

间，正面和侧面对日寇的斗争，不论以何种方式，只 

要指向抗日就可归属。从时限上看，作为中华民族的 

全面抗战，是从“七∙七”开始的，但民间的反抗却是在 
“九∙一八”前后就出现了。萧红于  1935 年出版的小说 

《生死场》叙述的就是“九∙一八”事变前夕东北沦陷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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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荒芜的土地上沦于奴隶地位的被剥削、被压迫、 

被辗轧，……的人民，每年、每月、每日，每时、每 

刻……在生与死两条界限上辗转着，挣扎着，……或 

者悄然地死去，或者是浴血斗争着……的现实和故 

事” [7] 。从写作、发表时间看，应该是从“九∙一八”到 
1945年抗战结束期间所创作、发表的作品。如为之后 

所写，那就只能算作历史题材的作品了。所以，以“抗 

战”眼光看来，所谓“抗战文学”，就应该是指称上世纪 
“九∙一八”前后至  1945 年抗战结束期间创作的，直接 

反映各界民众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所作的斗争，或 

者描写与抗战相关的生活，以抗日为思想指向的一切 

文学作品。“抗战文学”有特定的写作背景(日本帝国主 

义入侵中国后，对中国人民的血腥屠杀和肆意欺凌)， 

有特定的创作思维(文艺服务于抗日救亡)，有特定的 

作品题材(包括各种方式和各个侧面的对日本侵略者 

的反抗斗争)，有特定的思想情感(对侵略者和汉奸的 

仇恨，对有碍于抗战的一切行为的愤慨和反对，以及 

对积极抗战者的赞颂)。 正因这样的作品具有特定的含 

义，所以它在文学史上具有特定的意义，占有特殊的 

地位。 

二 

以“抗战文学”的眼光来看，“与抗战无关”和“服务 

于抗战”，都是对“抗战”和“文学”的割裂，实际上两者 

完全可以统一起来。在抗战文学的历史上，最引人注 

目的事件是武汉失陷后开展的文学“与抗战无关”还是 
“为抗战服务”的论争。梁实秋首先在重庆自己主编的 

《中央日报》“平民”副刊上发表《编者的话》，批评有 

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他们的作品是“空洞的‘抗 

战八股’” [8](9) 。此后的 1931 年 1 月，沈从文又连续发 

表文章，称文学只有“远离了‘宣传空气”，“远离了那 

些战争的浪漫情绪”，“才是社会真正的进步” [8](9) 。而 

侍桁则在 1940 年的《文艺月刊》上，称作家们“对于 

他们的过度的抗战服务的热情有加以深刻检讨的必 

要” [8](10) 。他们的说法立刻遭到了罗荪、陈白尘、宋之 

的、张天翼等人的反驳。而后来的文学史家也都一致 

谴责和批判梁实秋、沈从文们。当然，这一谴责自有 

其道理，在国难当头的时刻，高喊“与抗战无关”完全 

是错误的，是文人们丧失社会责任感和爱国心的表 

现。但是当我们站在今天的观察点上回眸这一历史事 

件时，便又会发现，这次论争其实质并非不同政治立 

场的搏击，而是不同眼光对文学的不同要求的交锋。 

罗荪等人是站在政治的即抗战的立场说话，而梁实秋 

们则是站在文学的立场要求文学。前者强调文学的政 

治意识形态性，强调宣传教育功能；而后者则主要着 

眼于文学的艺术质量，着眼于文学的主体性，他们“与 

抗战无关”的主张， 主要是面对当时为抗战服务的作品 

公式化、概念化的状况而发的。现在看来，两者都有 

片面性：强调要服务于抗战的人，忽视了文学的主体 

性，这一主张发展到 40年代，形成了文学的“工具论” 
和“武器论”；强调“与抗战无关”的人，则忽视了或者 

说不承认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性，抛弃了文学应有的 

思想正义的灵魂，也无视政治所具有的文化性。实际 

上，无论是“服务论”者还是“无关论”者，都是把“抗 

战”(政治)和“文学”割裂开来。 

而我们完全可以把两者统一在一起。这是因为： 

一方面，“抗战”的思想内容和“文学”的主体性，都是 
“抗战文学”所应该具备的品质，两者的结合才是它的 

应有之义。而所谓“抗战的思想内容”是广泛的，应该 

包括前方与后方、军队与民间的正面与侧面的斗争。 

其感情，也应该包括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对汉奸的 

忿愤，对国民党不抵抗的政策和行为的谴责，对积极 

抗战者的赞颂，对一些软弱、忍耐的民众的怨艾和嗟 

叹……等等。这样，就能给“文学”以许多选择的空间 

和发挥的余地，以致不与文学的主体性、多样性发生 

矛盾。而所谓“文学的主体性”，也就应该体现在作家 

对于上述不同内容的选择上，同时也体现在对创作方 

法、表现手法，以及语言、体式和作家个人风格等方 

面的选择上。这样，就不但能解决怎样为抗战服务的 

问题，而且也能实现文学的多样化。事实证明，这种 

要求是能够做到的。另一方面，“抗战”也并非一般的 

阶级、民族之间的斗争，而是人道与反人道、正义与 

邪恶的较量。抗战的“政治”本身就蕴涵着文化的内 

涵。反映抗战，完全可以由政治走向文化，从而体现 

出丰厚的文化意蕴。西方许多描写战争的作品，例如 

俄罗斯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不就是既是 

政治的同时也是文化的文学吗？ 

三 

以“文学”的眼光看：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前的作品表现的多 

为悲愤之情，而慷慨激昂、振奋人心的作品多问世于 

《讲话》 之后？为什么许多作品总是把抗日和揭露国民 

党的丑恶结合起来？为什么典型形象都是反面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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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抗战文学是丰富多彩的。但是，我们可以 

发现，在 1942年毛泽东发表《讲话》之前，正面描写 

抗日斗争的作品并不多，而且， 表达的多为悲愤之情。 

先看“九∙一八”至“七∙七”之前的作品。小说方面， 

萧红的《生死场》“以纤细而又带有几分粗犷的笔触， 

在描写了‘九∙一八’事变前东北乡间生活的沉滞和闭 

塞”的同时，“又写出了这些‘愚夫愚妇’们的民族和阶 

级意识的最初觉醒” [2](364) ，鲁迅称其写出了“北方人民 

对于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 [9] ，作品的感情是悲愤的。 

与此同时，舒群的短篇《没有祖国的孩子》、中篇《老 

兵》，黑丁的短篇《回家》， 端木蕻良的短篇集 《憎恨》， 

罗烽的中篇《归来》、短篇集《呼兰河边》，白朗的短 

篇《轮下》，“这些作品真实地记录了东北人民的苦痛 

和抗争，也渗透了作者自己的悲愤的感情” [1](368) 。此 

外还有夏衍写于 1936 年的报告文学《包身工》，真实 

地反映了上海日本纱厂女工的非人遭遇，愤怒控诉了 

日本资本家和中国封建势力互相勾结、共同压榨中国 

人民的血腥罪行。戏剧方面，1931年由陈鲤庭执笔、 

集体创作的独幕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叙述了“九∙ 
一八”之后，一对流离失所以卖唱为生的父女，从东北 

沦陷区逃亡来到内地，演出时因饥饿难忍，女儿晕倒 

在地，后来父女叙说了东北沦陷后他们的悲惨境遇， 

激起观众对侵略者的无比愤慨。此外，还有田汉的短 

剧 《战友》 和 《回春之曲》， 它们写的是 1932年上海“‘一 
∙二八’停战、反动政府签订卖国条约后爱国青年们的 

悲愤心情和抗战要求” [1](383) 。此外，还有夏衍创作于 
1936 年冬的多幕历史剧《秋瑾传》，在赞扬民主革命 

者秋瑾的同时，无情地鞭挞了媚外残内的汉奸走狗。 

诗歌方面，田间写于“七∙七”之前的诗集《中国牧歌》 

和《中国农村的故事》，表现的是“侵略战争给祖国农 

村、尤其是东北大地带来了苦难” [8](43) 。这些作品都呈 

现出民间生活的情状，内中既有我国人民遭受的种种 

苦难，也有他们的挣扎和反抗，所以都突出地表达了 

悲愤的情怀。总的说来， 上述作品所写的都是情绪上、 

心理上的“抗战”，也可以说是作品从侧面表现了抗战 

的主题。 

期间，正面描写抗日斗争而且较为引人注意的只 

有一部作品，即萧军的《八月的乡村》(1934)，记叙 

的是一支东北抗日游击队，在和日伪激烈的斗争中， 

经受了各种困难和挫折不断成长壮大的过程。“作者 

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 

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 [10] ，其情调， 

依然是悲愤交加的。 

再看看“七∙七”之后的作品。就戏剧而论，夏衍写 

于 1940 年的四幕剧《心防》，表现的是上海沦陷后， 

进步的文化工作者为坚守这个城市‘五百万’中国人心 

里的防线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其情感是深沉而 

悲愤的。其写于 1942年的五幕剧《法西斯细菌》，“主 

要通过细菌学家俞实夫由不问政治到‘再出发’的曲折 

的觉醒过程，严正批评了超阶级、超政治的科学至上 

主义，揭露了法西斯主义与人类一切进步事物为敌的 

反动本质和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腐败” [8](84−85) ， 其感情同 

样是愤慨而又悲酸的。丁西林写于  1939 年的四幕剧 

《等太太回来的时候》， 写的是留学回来的梁治和高中 

学生梁玉断然与做汉奸的父亲决裂，而年事已高的母 

亲，也知道一个人“最要紧的是要有气节”，于是毅然 

和子女一起离开上海前往内地，其感情当然也是愤慨 

而悲壮的。沈浮的三幕剧《重庆二十四小时》，描写的 

是一个从东北流浪到重庆的女青年，识破了邪恶势力 

的圈套，毅然投入抗日的戏剧工作，作品在对邪恶势 

力表达憎恨的同时，依然流露出悲伤的情怀。此外， 

郭沫若自 1941年起，用了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写出了 

《棠棣之花》《屈原》等六部历史剧，“反对侵略、反 

对卖国投降、反对专制暴政、反对屈从变节，主张爱 

国、爱民，主张团结御侮，主张坚持节操，是这些剧 

本从不同角度所表现的共同主题” [8](96) 。欧阳予倩自 
1937 年始，先后改编成多个剧种的《桃花扇》 ，阿英 

也先后写出了南明史剧《碧血花》《海国英雄》 《杨娥 

传》等，这些作品都大力宣传民族气节，而内中又都 

流露出悲愤的情调。 

小说方面，丘东平在抗战初年所写的短篇《暴风 

雨的一天》，“用侧面烘托的手法，塑造了狂风暴雨中 

坚守岗位的少年游击队员形象”，反映出“战争初期人 

民奋起抗战、慷慨悲歌的感人情景” [8](110−111) 。吴组缃 

的长篇小说《鸭嘴崂》(《山洪》)，表现的是抗战初 

期皖南农民坚持中国人要“争口气”的想法，投入民族 

解放斗争的历程。丁玲 1940 年底写成 1941 年 6 月发 

表的短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叙述的是抗日根据 

地农村姑娘被日寇侮辱后坚持送情报的故事。还有姚 

雪垠的短篇《差半车麦秸》，讲的是一个绰号叫“差半 

车麦秸”的农民的故事：他抱着“鬼子不打走，庄稼做 

不成”的思想参加了游击队，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 

却仍然挣扎着说要“留下来”，不愿退下火线。这些作 

品尽管内容不同，人物的精神各异，但作品的情调或 

多或少带有“悲”的成分。 

相反，1942年《讲话》之后的作品情况却大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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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邵子南的小说《地雷阵》，叙述晋察冀民兵开展地 

雷战把日本侵略者打得焦头烂额的故事。杨朔的短篇 

小说《月黑夜》，叙述一位革命老人自愿冒着生命危 

险，前去接送八路军小分队执行任务，途中被敌人抓 

住杀害的故事。 华山的 《鸡毛信》， 叙述儿童团长海娃， 

在一次反‘扫荡’中，为了送一封鸡毛信(表示十万火 

急)，一路上和敌人巧妙周旋，终于克服困难和险阻， 

把情报送到八路军手里的故事。管桦的《雨来没有 

死》，叙述一次日寇的突袭中， 一个活泼的小孩独自一 

人机智地掩护区交通员，在敌人的诱骗和威逼下逃走 

的故事。这些作品虽然写了牺牲，写了艰难困苦，但 

是因为革命的亢奋情怀压倒了悲伤，所以作品表达的 

不再是悲愤，而代之以激愤之情。还有孙犁的短篇小 

说集《芦花荡》《荷花淀》等，“具体生动地描写了抗 

日根据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艰苦的抗日 

战争。” [8](333) 它们更是洋溢着乐观的情调，散发出浪 

漫主义的气息。 

于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为什么《讲话》之前抗战文学表达的是悲愤，而之后 

表现的却是激愤、奋发和乐观呢？ 

在笔者看来，其原因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在 
“七∙七”全民抗战之前，抗战的形势严峻，作家们往往 

对侵略者的行径虽然愤慨但却无力；二是“七∙七”后的 

抗战初期，作家们对抗日的前途信心不足，因而悲愤 

难免；三是到了《讲话》发表之时，抗日战争已经从 

防守阶段到了相持阶段，抗战的形势比以前推进了一 

步，这给我国人民包括文艺工作者树立了抗战胜利的 

信心。而在《讲话》中，毛泽东强调文艺工作者“得把 

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 [11](53) 。怎 

么变化，怎么改造呢？毛泽东提出：要“破坏那些封建 

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 

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 

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 

的创作情绪” [11](79) 。与此同时，他还一再特别要求文 

艺工作者“要站在党的立场上” [11](49) ，而作品的感情、 

情绪就是立场的重要表现。在这种情势下，作品表达 

激奋、向上的情怀是很自然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毛 

泽东的《讲话》无疑对我国的抗战文学的发展起了重 

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讲话》是抗战文学思想情感 

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当然，这转变主要表现在抗日根 

据地的创作上，因为表达激愤、乐观情怀的作品，主 

要就是产生于抗日根据地的作品。 

以上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这些反映抗 

日斗争的作品，许多都是把描写抗日斗争和揭露国民 

党官僚、土豪劣绅的丑恶行径结合起来，甚至是以抗 

战为背景，主要写国民党的反革命活动。其中最有名 

的是张天翼写于 1938年的《华威先生》和沙汀发表于 
1940 年的《在其香居茶馆里》。前者揭露国民党官僚 

对抗日战争包而不办、表面积极实际压制的消极态 

度；后者则展现抗战时期，国民党乡绅借抓壮丁之名 

徇私舞弊、敲诈勒索的恶行。此外，艾芜的长篇小说 

《故乡》写抗战初期毕业于上海某大学的青年知识分 

子余峻廷回到家乡，本想大干一番抗日的宣传事业， 

可是当他接触了当地的许多官绅之后，便感到无可奈 

何， 感叹“我们的家乡， 真是黑暗， 黑暗， 第三个黑暗”。 

沙汀的长篇小说 《淘金记》，写地主劣绅们因为争发国 

难财而起了内讧。宋之的写于 1940年的五幕剧《雾重 

庆》，同样是“揭露和抨击国民党腐败政治”的 [8](88) 。陈 

白尘写于 1939年的多幕剧《乱世男女》，也“描写了抗 

战乍起由南京逃到‘大后方’的一群都市‘沉渣’的形形 

色色丑态” [8](90) ，这“沉渣”就是指国民党的官僚和党 

棍。而茅盾写于 1941 年孟夏的长篇小说《腐蚀》，以 

皖南事变前后‘陪都’重庆为背景，暴露了国民党法西 

斯特务统治的罪恶和他们反共反人民、投降卖国的本 

质，被称为“抗战期间以现实为题材暴露国民党统治 

区政治黑暗的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2](381) 。即使是写于 
“七∙七”之前，正面描写抗日斗争的萧军的《八月的乡 

村》，也是一方面写出“东北人民反抗日寇侵略的坚强 

意志和斗争精神”，而另一方面，也同时“揭露了国民 

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 [3](216) 。 

为什么会如此？ 

一是出于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战期间突出的恶劣表 

现，即使是在“七∙七”之后，蒋介石、国民党虽然和共 

产党签订了抗战协议， 却又从 1939年起，连续发动了 

三次反共高潮，这使许许多多的进步文艺工作者看清 

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本性，认清了这些人对于抗 

战事业的严重危害，从而决心揭露他们。沙汀说过： 
“我们的抗战，在其本质上，无疑的是一个民族自身的 

改造运动，它的最终目的，是在创立一个适合人民居 

住的国家，若是本身不求进步，那不仅将失掉战争的 

最根本的意义，便单就把敌人从我们的国土上赶出去 

一事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要将一切“新的旧的 

痼疾，一切阻碍抗战，阻碍改革的不良现象指明出 

来” [8](133) 。二是出于共产党的号召，毛泽东在《讲话》 

之前的 1941 年 5 月就说：国民党“在抗日方面，既和 

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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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 

要反共，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 

这些事实，也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再度地证明了。极端 

地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 

意。 ” [12] 正是这一号召，鼓动着进步的文艺工作者注意 

观察和表现国民党官僚的真面目。三是国统区的作家 

对于国民党的内幕有足够的了解，比如茅盾，就有论 

者指出，他“所选的题材(指《腐蚀》——笔者)……是 

十分熟悉的”。 [13](177) 这又表明，他们具有揭露国民党 

官绅丑行的条件。 

当我们检视抗战文学时，还会发现一种情况，就 

是在这些为数众多的抗战作品中，所刻画的具有时代 

特色的丰满的人物形象不多，真正能够站立在文学史 

上的人物形象， 大概只有华威先生(张天翼 《华威先生》 ) 
和邢么吵吵(沙汀《在其香居茶馆里》)。凑巧，两者 

都是国民党身份的人物形象， 学术界评论前者是“抗战 

初期一个文化官僚的典型形象” [2](425) 。笔者认为，后 

者是一个不顾国难、借公行私，横行霸道，痞气十足 

的国民党土豪的典型。前者具有官场的文化气息，后 

者则具有乡间的污浊味。这两个人物形象，不同于文 

学史上包括《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儒林外 

史》《老残游记》《官场现形记》等古典文学中所有的 

官绅形象，也不同于鲁迅笔下的鲁四老爷，他们是具 

有抗战时代特点的、具有高度概括力的类型性人物。 

为什么典型形象都是反面形象？一是因为作家们 

囿于生活。不说《讲话》之前，就是《讲话》之后的 

作家，到抗战前线的人也不多，所以对于正面的抗日 

人物还不够熟悉，很难写出有血有肉的正面人物形 

象，特别是英雄形象。二是因为他们对于国民党包括 

上下层人物都特别地注意审察，对于这些人的行为、 

心理，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这为他们塑造反面典型 

提供了可能，张天翼和沙汀都是如此。如沙汀说：国 

民党的腐败统治“是底面不符的，表面上是为了抗战， 

而在实质上，它们的作用却不过是一种新的手段，或 

者是一批批新的人们你争我夺的饭碗，所以人们自然 

也就按照各人原有的身份，是在狞笑着，呻吟着，制 

造着悲剧”。 [2](427) 因而，遵从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家， 

也就自然地把他们描绘出来。三是因为他们厌恶这些 

人物，应该说，抗战时期的文艺工作者，并不都是持 

有无产阶级立场的，但是进步作家都具有爱国之心， 

他们是有意把国民党官绅塑造成反面形象，借以鞭笞 

国民党的。正如有的学者评论《在其香居茶馆里》时 

所说： “作品的锋芒”是“指向兵役问题上弊政产生的根 

源——国民党政府。” [8](135) 

四 

再以“文学”的眼光来看我国“抗战文学”的特色及 

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发生在上世纪 30、40年代的我 

国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 

部 分， 而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则是人类有史以来 

规模最大的战争。遗憾的是，由于资料所限，我们难 

得读到国外战时所写的反映这次大战的作品。我们容 

易看到的，只是为数不多的前苏联作品如法捷耶夫的 

小说《青年近卫军》(1945)等，其他都是战后多年创 

作的， 应视为历史文学的小说和电影， 如前苏联的 《莫 

斯科保卫战》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南斯拉夫的 《桥》， 

以及美国的两部曲小说《战争风云》和《战争与回忆》 

等。但是可以肯定，我们有值得骄傲的地方，那就是： 

我们的抗日战争，既是全民的军事抗战，也是全民的 

文化(文学)抗战。据统计，1939 年以前，仅延安鲁迅 

艺术学院所创作和演出的比较成功的戏剧，就有  30 
种以上， 包括独幕剧、 活报剧、 小歌剧等多种形式 [8](22) ， 

同时，“抗战初期，人们纷纷以写诗来表达自己的感 

情，服务于抗日斗争，其中大量的是青年作者，也有 

长期未写诗或从未写过诗的作家”。 [8](23−24) 更有民间的 

快板、民歌、说唱和短剧，可谓形式多样，色彩纷呈。 

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就战时创作而言，在世界范围内 

都可以说是名列前茅。 

再认真体味一下，我们还可以发现，这些作品具 

有一些鲜明的特点。 

首先是突出的文化性。从文学史收录的作品看， 

都是一方面极力展示侵略者非人道的残暴行为，展示 

我国人民所受的沉重灾难；另一方面极力展示我国人 

民反抗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从“寻求正义”的角度，把 

抗日战争表现为正义对邪恶的斗争，做到了政治性与 

文化性的统一，也就是从政治走向了文化，是政治与 

文学的结合。同时，许多作品，如沙汀、孙犁、萧红、 

田间、老舍、张天翼等人的小说和诗，都渗入了浓烈 

的地域意识和历史内涵。从中，我们完全可以体味到 

沙汀作品的“天府味”，孙犁作品的“荷花淀味”，田间 

作品的“燕赵味”，萧红作品的“黑土味”，老舍作品的 
“北京味”，张天翼作品中国式的“官僚味”……。这些， 

既表现出我国抗战文学的艺术品位，更表现出它的文 

化精神。学者杨义先生说：“抗战文学的文化精神史的 

价值高于它的文化艺术史的价值”， [14] 这话是有一定的 

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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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这些作品都遵从现 

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表现生 

活，无论是侵略者的嚣张和凶残，我国人民所受的苦 

难，还是我国民众的反抗行为，特别是作品所表现的 

我国人民先是悲愤后是激昂的情感，都体现出现实主 

义的特色。而理想化的色彩，只有在《讲话》发表之 

后创作的某些工农兵文学作品中才有所体现，如《吕 

梁英雄传》和《新儿女英雄传》)以及孙犁的《荷花淀》 

等。当然，即使它们也只是在生活的基础上，表现得 

更理想一些，或者注重意境的营造，散发出某些浪漫 

的气息而已。因此所有这些作品都给人以真实感和亲 

切感。在这些作品中，现实主义既是一种创作方法， 

又是一种创作精神。 

最后是色泽分明的人物描写。我国的文学传统 

是，在人物描写方面表现为所采用的主要是以《水浒 

传》《三国演义》 《红楼梦》所代表的色调模糊的手法， 

比如李逵、林冲、宋江，曹操、刘备、诸葛亮，还有 

林黛玉、贾宝玉等人物，都不是单纯的“好”或“坏”的 

角色，而是优缺相杂的复合型人物。然而自清末《官 

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谴责小说出现之 

后，创作界便慢慢风行另一种人物描写的色彩分明的 

手法，即对人物思想品行的描写，进行好、坏的鲜明 

对比。这种手法，在五四新文学之后、抗战文学之前， 

革命文学就广泛采用了。抗战文学继承了这一手法。 

这些作品中所写的人物，如《雨来没有死》中的雨来， 

《鸡毛信》中的海娃，还有《等太太回来的时候》中 

那同汉奸父亲决裂的两位青年，甚至《差半车麦秸》 

中那位绰号叫“差半车麦秸”的农民……，都只是写出 

了他们的正面的思想品质(只有《四世同堂》例外)， 

即使是那些愚昧的人们，当他们觉醒之后，他们的表 

现也都完全是正面的。相反，那些国民党官僚、党棍 

和乡绅、土豪，无论是华威先生，还是邢么吵吵，还 

有那联保主任方治国，或者是艾芜《故乡》中的“反动 

腐朽的社会势力”《等太太回家的时候》中的汉奸，都 

完完全全是坏人。正因如此，抗战文学的人物显现出 

色泽分明的面貌。 

站在今天的观察点上，看看几十年前我国的抗战 

文学，我们感到自豪，就其总体而言而不是就某些作 

品而言，它多了这之前文学中少有的浓烈的民族正 

气，少了这之后工农兵文学强烈的工具性，给人以更 

多的亲切感和文学味(大概只有郭沫若的历史剧的文 

学气息少些，《吕梁英雄传》等政治功利性强些)。而 

且我们还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出现了大批有才华的作 

家，他们的作品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和风格，诸如田间 

的激越情怀，艾青的深沉情调， 萧红的散漫浑浊之风， 

张天翼的尖酸刻薄之气，孙犁的浪漫主义气息，艾芜 

的凝重风韵，沙汀的辛辣格调，老舍的古朴京味…… 

抗战文学是我国重要的文学类别。即使不从政治 

角度看，而单从“文学”着眼，它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 

位也是重要的。就它的波及面和影响力来说，远远超 

过了我国历史上任何一种反映“抗战”的文学(如南宋 

和清末的抗战作品)。 如果说抗日战争是我国历史上取 

得最大胜利的反侵略战争，那么抗战文学就是我国文 

学史上最辉煌的反侵略文学。笔者认为孟繁华教授说 

的“我们现在还没有一种能够称得上经典的反映抗日 

战争的小说” [13] 这话不够准确。这是因为他把侧面反 

映抗日战争的《华威先生》和《在其香居茶馆里》排 

除在“反映抗日战争的小说”之外，其立论的根据只是 

战后创作的正面描写抗日战争的《烈火金刚》《铁道游 

击队》和《平原枪声》等作品，与本文所主张的“抗战 

文学”的含义不符。其实这两篇小说完全称得上是抗 

战文学的经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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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ntiwar literature: 
An analysis from the rerspective of “Antiwar and literature” 

LIU Jiang 

(Research Department, Liuzhou Railway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Liuzhou 545007, China) 

Abstract:  “War  literature”  should  refer  to  the  works  which  were  created  and  published  to  directly  reflect  the 
antiJapanese struggle from “9∙18” till the end of the Antiwar in 1945, or decrypt the life associated with resistance to 
the Japanese  invaders, which  should not  only limited  to  the “eightyear war.” The  literature  expressed  the feeling  of 
anger before the “Speech”, then it was filled with energetic, optimistic spirit. It was characterized by the description of 
the contents of the war and the scandal exposed the KMT, which created a negative image of the typical. In addition, it 
had  outstanding  culture,  strong  spirit  of  realism,  and  colorful  portrayal  characteristics,  it  had  also  demonstrated  the 
personal  styles  of many  writers. War  literature,  as  a  whole,  it  was  the most  brilliant  literary  aggression  in  China’s 
literary history. 
Key Words: Antiwar literature; grief; passionate; cultural; realism; character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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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Poetics and Innovation to the Poetry Theory 
Published by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n Modern Times 

LI Deqiang 

(Chinese Depart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The  poetry  theory  published  by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s  an  important  part,  for  its  own  sake, which 
plays  the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course  of  latterday  literature  in modern  times.  It had  occurred,  in medium,  but has 
gradually brought about changes. It undoubtedly had a consanguineous relation to traditional poetics, including thinking, 
art, form, style act, directly succeeded and developed to it.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poetics had not only incarnated 
in traditional poetry theory, but also presented revolutionary style female style and humorous style’poetry theory. 
Key Words: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n modern times; the poetry theory; traditional poetics;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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